  物质思维·能量思维·信息思维

——人类科学思维方式的三次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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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古代哲学和经典物理学以实体概念所阐释的物质范畴与现代科学与哲学以客观实在概念所阐释的物质范畴之间的区别，并按照古代哲学和经典科学所坚持的物质、能量二分法的原则对物质思维、能量思维和信息思维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和阐释。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古代哲学、经典物理学和现代科学的多重维度上探讨了人类物质思维、能量思维、信息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通过这些探讨具体描绘出了人类科学思维方式的三次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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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杨伟国先生强调提出了“信息思维”概念，并认为这一概念是区别于传统的“物质思维”和“能量思维”的一种全新思维方式。之后，杨先生又在多篇论文中对这一全新思维方式进行了阐释
。对于杨先生提出的这一崭新概念和相关的理论，有必要从信息哲学和理论科学的不同层面上进行清晰的界定和讨论。

一、物质·能量·信息

要清晰界定“信息思维”的概念，首先有必要从哲学和科学的角度阐明物质、能量、信息这三个概念以及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在一般的科学文献中都普遍采用这样一种说法：物质、能量和信息一起构成了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在现代系统科学中也普遍认为：物质、能量和信息是系统维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三大要素。杨伟国先生在其发表的多篇成果中，曾多次强调指出：物质、能量、信息是“自然客体的三种属性”，“人类认识自然客体世界，是经历了物质、能量和信息三个坚辛步进的认识历程。”一般科学文献、现代系统科学以及一般人的观念中的这种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三者分立且并列的提法和看法，在某些哲学的论述中也未加批判地直接引入了。孰不知，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三者分立且并列的提法，只是停留在某些经典哲学或科学学科的某些层次的特定含义上才是合理的，如果超越了这些范围或层次，尤其是拿到现代哲学的层次上来，这种三者分立且并列的提法便失去了应有的合理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对两种不同意义和层次上的物质范畴做出区分。

第一种是古典哲学和经典物理学意义和层次上的物质范畴。这一意义和层次上的物质范畴基本上与实体、实物或质量范畴相当。一般情况下，经典物理学家们仅把具有静止质量的粒子组成的物体称为物质(这相当于实体、实物)，并且把质量的大小看成是衡量“物质多少的量”。在经典物理学中往往不把不具有静止质量的粒子称为物质，而只是或者称为“辐射”，或者称为“场”、“波”(狭义上的，与实体、实物、粒子相对)。正因为是这样，宇宙物理学上才把主要由不具有静止质量的光子支配的处于宇宙时1分～1万年这一阶段上的宇宙称为辐射代，而把之后的主要由具有静止质量的电子、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原子支配的宇宙称为物质代。在经典物理学中，正如质量是用来定量物质的一样，能量则是用来定量运动的。这样，在经典物理学中物质(质量)和能量这两个范畴便分立且并列了。尽管在现代物理学中，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对实体和能量、实物和场做出了统一性的解释，并且爱因斯坦（A．Einstein， 1879～1955）还给出了质能统一的关系式，但是，在一般物理学中，物质和能量的分立且并列的提法却并未改变。正是如此，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1917～）才可能设计了一种没有物质交换，只有能量交换的封闭系统。

第二种是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意义和层次上的物质范畴（也为部分现代物理学家所坚持）。按照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论述，哲学的物质范畴是不能简单归结为经典物理学中的质量、实体或实物范畴的(古代素朴元素论或原子论、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们的看法除外)，它作为客观实在(直接存在)的标志，乃是人的理性思维的抽象和创造。诚如恩格斯所说：“作为物质的物质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
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它是从诸多其它的所有的，具体的客观实在(直接存在)的形式中，通过哲学层次上的理性概括而抽象、创造出来的。正因为它是一种哲学层次上的抽象和创造，所以，它便具有了两个基本的特性：其一是，它不能简单等同或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客观实在(直接存在)形式；其二是，它又不能不包括着这些各种具体的客观实在(直接存在)形式的共同本质。在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形形色色的具体存在形式中，我们可以大致罗列出作为客观实在(直接存在)的标志的物质范畴的三个方面的外延：直接存在物（实物和场）；直接存在方式(运动，时空，系统和要素……)；直接存在关系(层次和差异、结构和功能、相互作用和转化……)。
显然，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物质范畴，是一个映射着它自身诸多直接性本质的“全息范畴”。作为“全息范畴”，它是一种高层次的抽象：一方面它对那些仅仅描述了这一抽象赖以实现的某些个别存在形式、方式和关系的范畴具有统摄意义上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它又不允许后者能够与它互代或并列。在这里，诸如，实体、实物、场、波、质量、能量(包括它所量度的运动)、时空……等等，都是客观实在(直接存在)中的子项，也都是哲学的物质范畴赖以抽象和概括的具体界的材料。所以，在哲学中，物质范畴和实体、实物、质量、运动、能量……一类的范畴是不能并列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没有静止质量的光子仍然是物质的具体存在形式。宇宙学上所谓的那个主要由光子支配的宇宙，与之后主要由具有静止质量的原子支配的宇宙同样都是物质代。两个时代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主要是由物质的场的形式支配的时代，而后者则主要是由物质的实物形式支配的时代。同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普里戈金所设计的那种只有能量交换，而没有物质交换的封闭系统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能量是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能量交换同时就是物质交换。

如果我们能够回顾一下当年物理学发现了原子结构以下的能量场之后，某些物理学家惊呼“原子非物质化了，物质消失了”，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能”的时候，列宁曾经说过的一段话，那末，我们便更能理解辨证哲学所揭示的物质范畴和一般经典物理学家们所理解的物质范畴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列宁所说过的这段话是：“‘物质正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
。

信息范畴所面临的情况，也如物质范畴所面临的情况一样，也有一个在怎样的层次和意义上来规定和理解的问题，一般说来，具体科学中的种种实用信息论都还只是从某一或某些学科应用的角度，对信息范畴进行一种功能意义上的规定和理解。

在哲学的意义和层次上，信息被定义为“间接存在的标志”，这一“间接存在”不是别的，正是“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作为间接存在的标志的信息范畴，也如作为客观实在(直接存在)的物质范畴一样，是在人们理性思维的抽象创造过程中概括出来的一个哲学范畴，所以，它也不能简单等同或归结为某种或某些具体科学中的信息范畴了。作为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间接存在(信息)是和直接存在(物质)相对的一个范畴，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和现象都可以归入这两大类存在的范围。这就是我对存在的二分法。在这样一个哲学的高层次上，相对并列着的范畴只有两个——物质和信息(之所以是相对并列是因为间接存在又是由直接存在派生和载负的)，而不是象某些具体科学中那样可以容忍物质、能量、信息这样的三者并列。从哲学的层次上来看，某些具体科学中的这种三者并列，指的仅仅是质量、能量与信息，或是实体、力场与信息的并列，并且，这里的信息范畴也更多具有实用方面的色彩。比如，或者理解为“消除了的不确定性”；或者理解为“负熵”；或者理解为“结构”、“序”、“状态”等等。

其实，我们在哲学抽象的层面上对物质（直接存在：包括实体和能量）和信息（间接存在）范畴进行理解和规定，并不妨碍我们在一般具体理论科学的层面上对物质（实体）、能量（力场）和信息（间接存在）范畴进行相应的理解和规定，只要我们坚持认为，具体科学中的物质、能量范畴虽然是具体区别着的，但是，他们都具有“直接存在”、“实在”的共同的本质，而信息则具有“间接存在”、“不实在”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把哲学层面的理解和具体科学层面的理解统一起来，从而便于我们对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考察。

就人类科学发展的历程而言，就经典科学理解的层面上，物质、能量、信息确实是依次为人类科学所揭示的三种现象，并且，在人类科学的发展中，物质、能量、信息也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科学观念，由这三种不同的科学观念所引出的便是相应的三种不同的科学认识方式，亦即是相应的三种不同的科学思维方式。

二、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

按照古代哲学和经典科学所坚持的物质、能量二分法的原则，物质观念乃是人类对宇宙、事物的自然实体性本源、本质意义的理性认同，而依据这一认同对宇宙、事物的自然实体性本源、本质的追寻，以及对宇宙、事物进行自然实体化解释和思考的方式和方法便构成了物质认识方式和物质思维方式，亦即物质思维。虽然这一意义上的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方式在现代科学的背景下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但是，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影响力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这一意义上的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方式则几乎统治了整个人类古代哲学家和近代科学家们的头脑，直到现在，在流行的一般哲学和科学文献中，在一般科学工作者和一般民众的头脑中，还都普遍渗透或保留着这一意义上的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和烙印。

在古代自然哲学的朴素元素说中，孕育了人类最古老的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亚里士多德（前384～322）曾经讲过一段带有总结性的话：“在那些最初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中间，多数人都是只把物质性的始基当作万物的始基。因为，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都复归为它（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存在物的元素和始基”；“一定有某种本体存在，或者是一种，或者多于一种，其他的东西从它产生出来，而它本身则常住不变。不过这种始基的数目有多少，以及属于哪一种，他们的意见并不是都一致的。”

据查，“实体（Substance）”作为表征世界本原的范畴，最先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存在是什么”这个永恒的哲学问题后，紧接着就说，这个问题问的就是“实体是什么？”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实体就是固定不变的，作为其他东西的主体、基础、原因、本质并先于其它东西而独立自存的东西。这一表征世界本原的实体范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成了西方哲学的最核心的范畴，两千多年来一直支配着西方哲学的思考，并深刻影响了之后在西方兴起的近代科学的整个思维方式。

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试图探索自然纯一的物质本源和物质基础，并以之来解释万物的产生和变化。这一学派的为首人物泰勒斯（约前624～约前547）认为水是一切的始基，万物皆由水而生成，又复归于水。而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约前588～约前525）则认为空气在水之先，并且是一切物体的最单纯的始基；一切存在物都由空气的浓厚化或稀薄化而产生；我们的灵魂也是空气。

古希腊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赫拉克利特（约前540～约前480与470之间）则认为作为万物始基的唯一元素是火。他指出，万物都从火产生，也都消灭而复归于火。当火熄灭时，宇宙间的万物就形成了。最初，火的最浓厚的部分浓缩起来形成土；然后，当土为火所溶解时，便产生出水，而当水蒸发时，空气就产生了。整个宇宙和一切物体后来又都在一场总的焚烧中重新为火烧毁。在他的著作残篇中曾写有如下的话：“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
  另有一些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他们主张作为万物始基的物质性元素并非只有一种，而可能是多种。如，色诺芬尼（约前565～约前473）认为一切事物都从水和土而出；巴门尼德（约前6世纪末～约前5世纪中叶以后）则主张构成万物始基的元素是火与土。

在主张多元素论的古希腊哲学家中，恩培多克勒（前490～前430）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一种“四根”说，认为万物皆由四种元素（火、水、土、气）所构成。他用这四种元素的匹配比例和组合方式的多样性来解释事物和现象（包括物体、生命、感觉、思想、情感、聪慧、愚笨、性格、行为等等）的普遍多样和差异性。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在元素以外产生，元素也不消灭”；“任何变灭的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产生，在毁灭性的死亡中也并没有终止，有的只是混合以及混合物的交换，而产生只是人们给这些现象所起的一般名称。”他认为：肌肉的形成是由于四种元素等量部分的混合；神经由火和土与双倍的水结合而成；动物指甲的形成是由于神经与空气接触表面受冷；骨头是由两分水、两分土和四分火混合而成；人们用血液来思想，因为在血液里面，身体一切部分的各种元素都十分完全地混合在一起；汗和泪是由一部分血液而来的，这种血液被温度弄得流动性更大，更加精细，因而能够流出来；睡眠相当于血液的温度适度的变冷，死亡相当于完全变冷；感觉是由于感官结构的孔道对特定元素的“流射”的适应而产生的；快乐的产生，是由于元素的相同以及相同元素的混合；痛苦的产生是由于元素的相反；凡是身体中各种元素均等地混合在一起的人，或者近乎均等地混合在一起的人，以及身体中各种元素的间隔不太远也不太小或大的人，都是最聪明的，具有的知觉也最多，与这些人越接近的便越聪明，情况与此相反的人便是愚蠢的；身体中各种元素为间隔所分开、并且很稀松的人，是愚笨而且勤劳的；身体中各种元素挤得很紧、并且分裂为许多极细的小片的人，乃是冲动的，他们企图作许多事情而完成的却很少，因为他们的血液流动得太快了。

米利都学派的晚期学生阿那克萨哥拉（约前500～前428），总结了先师们的经验，较为明晰地提出了一种“种子”学说。他认为万物是由各种种子在漩涡运动中结合而成，其性质决定于哪种种子占优势。他进而提出了著名的物质不灭思想：“全体是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的，因为多于全体是不可能的事；全体是始终如一的。”“在全体中并存着万物。”

原子论是古希腊素朴物质原素说的最高成就，这一学说是由留基伯（约前500～约前440）和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约前460～前370）首先创立的。他们认为原子和虚空是万物的本原，无数的原子永远在无限的虚空中向各个方向运动着，相互冲击，形成旋涡，产生无数的世界。原子长有勾、角，相互勾连聚合成复合物。原子不可分割，无质的差异，只有形状、次序、位置的区别。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的灵魂也是一种物体，只不过组成这种物体的原子是圆形的，并且特别光滑精细而已。最初，德谟克利特指出了原子具有两种基本属性：大小和形状，后来，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发展了他的学说，提出原子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属性——重量。
这样，古希腊的原子论为人类的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构架：世界的本原，或说万物的始基是无数最小的、不可再分的、不再变化和生灭的，具有不同大小、形状和重量等基本属性的原子（物质实体），这些原子在虚空中的聚散便构成了宇宙间所有有形和无形的物体和现象，以及各类物体和现象的产生和灭亡。后来，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科学家们把古希腊原子论所提出的原子称为“宇宙之砖”，并且，找寻这种“宇宙之砖”的努力便成了科学家们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

在古老的印度和中国哲学中，同样孕育着深刻体现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的素朴物质元素说。如，印度古代哲学中的四元素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五行说、阴阳说，以及气一元论学说。

在印度最古老的文献——奥义书（前６～３世纪）中就曾提到过一种古老的哲学观念，认为万物的始源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四种元素：风、火、水、土。这一古老的四元素说，成了后来古代印度哲学的唯物主义学派顺世派（又译：路迦耶多派、遮缚迦派、斫婆迦派）立论的基础。印度的这一古老的哲学派别认为只有上述的四种物质元素才是组成世界的根基，他们否认有脱离身体的灵魂（“我”）以及死后世界、轮回、报应、解脱等，反对祭祀和宗教迷信。

五行说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理论之一，它大约产生于殷商之际，又为后来的著作家们进一步予以了阐释。这一理论把自然界中的五种物质性的东西，金、木、水、火、土，看成是世界的本原，并认为这五种基本元素按照相生相克的变化规律，制约着自然现象和社会运动的过程。

阴阳说与五行说一样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理论之一，它也大约产生于殷商之际。这一理论认为：阴气和阳气构成了世界的本源；阴阳具有相互对立、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统一性关系；天气为阳，地气为阴，二气上下对流生成万物的形态、性质及变化，构成天地之秩序。

气一元论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成就。通常，气指一种极细微粒的物质，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认为“气”就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东汉王充（27～约97）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北宋张载（1020～1077）提出“太虚即气”的学说，认为：“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正蒙·太和》），从而揭示了“太虚”、“气”、“万物”乃是同一物质实体的不同状态。明代哲学家罗钦顺（1465～1547）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

古希腊原子论带有明显的猜测性和思辨性，虽然，这一理论一直为之后众多的唯物论者所坚持，但是，在近代科学的原子-分子论确立之前，这一理论始终缺乏系统的科学实验的依据或评判。

对近代科学的原子-分子论的确立做出贡献的有众多科学家，其中约翰·道尔顿（J.Dalton,1766～1844）、阿佛加德罗（A.Avogadro,1776～1856）和门捷列夫（Д.И.Менделеев,1834～1907）的工作最为杰出。

道尔顿是英国化学家，他在对复杂气体的长期研究中，认识到牛顿主张的“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原子，气体原子间有一种与距离成反比的力相互排斥”的观点能解释气体作用的种种现象。当时，化学实验已证实：每一种化合物都有确定的组成（定组成定律）、化学反应中反应物与产物之间存在有确定的重量比例关系（定比定律）。道尔顿在这些定律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并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于1803年在英国早期的科学团体——曼彻斯特《文学哲学学会》上宣读了有关原子论的论文。他认为：化学原素由非常微小的，不可再分的微粒——原子组成。不同的原素的原子在形状、质量和性质上都不一样。两种元素的原子化合的几种化合物，其原子数总呈简单的整数比。既然化合物的元素组成上，化学反应中的反应物与生成物之间都有定量的关系，那末构成化合物一定存在着最小的粒子——原子，原子也有一定的质量——原子量。道尔顿强调了原子量是原素原子的基本特征，因而在论文中也讨论了原子量的计算，规定了当时公认的最轻的元素氢的原子量为一，然后再推算其他一些原子的相对重量。道尔顿提出的新原子理论能较好地说明化学定律之间的内在联系，成为说明化学现象的统一理论，奠定了物质结构理论的基础。

1811年，意大利物理学家阿佛加德罗发表了题为《原子相对质量的测定方法及原子进入化合物时数目比例的确定》的论文。论文指出：原子是参加化学反应的最小粒子，分子则是游离状态下单质或化合物能独立存在的最小粒子，分子由原子组成，化合物分子由不同元素的原子组成，单质的分子由相同元素的原子组成。他还指出：同温同压下，相同体积的不同气体具有相同数目的分子。这些观点与道尔顿的原子论相结合形成了物质结构的原子-分子理论。后来，众多学者在诸多相关实验中逐步证实了这种新的原子-分子理论的有效性。

1869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首先提出了化学元素周期律，指出化学元素的性质随元子量的增加而呈现周期性的变化。他还根据周期律果断地修正了一些元素的原子量，大胆地预言了一些未知元素的存在及其性质。后来的实验完全证实了他的修正和预言都是正确的。元素周期律把一些表面看来似乎互不关联的元素统一起来，为元素的研究、新元素的寻找、新材料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可遵循的规律，有力的促进了现代化学和物理学的发展。

近代科学的原子-分子理论将人类古代朴素的、猜测的、思辨的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以实证的方式上升到了一般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思维的高度。可以认为，近代科学的原子-分子理论代表了迄今为止在物质（实体）、能量二分法原则的支配下，人类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所可能达到的最为辉煌的时代。

然而，由近代科学的原子-分子理论所开创的人类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的辉煌时代并未持续多久，到19世纪末，由于X射线（1895年）、放射性（1896年）、电子（1897年）以及镭（1898年）的发现，新原子论所代表的物质结构理论〔即一切物质均由不可分割的、不再变化的、具有一定质量的最小微粒——原子（实体）所构成〕被否定，虽然、随着这一否定的出现，一些坚持物质思维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仍在从新的角度来建构一种新的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然而，那种古老的物质（实体）和能量分立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在新的科学背景下开始动摇，而另一种同样古老的能量观念和能量思维开始再度得以突现和兴起。到20世纪初叶，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古老的以实体范畴所阐释的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则更进一步在科学领域中失去了立足之地。

三、能量观念和能量思维

能量观念乃是人们将宇宙、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据作世界之始基化、本源化解释的理性认识，而依据这一认识对宇宙、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据、原因及方式的追寻，以及对宇宙、事物进行能量化解释和思考的方式和方法便构成了能量认识方式和能量思维方式，亦即能量思维。

亚里士多德在论及他之前的古希腊哲人们关于事物本源的论述时，曾经说过如下一段话：“这些古哲，一部分以物质为世间第一原理，如水如火，以及类此者皆属实体；这部分人或谓实体只一，或谓非止一种，至于其意专主物质则大家相同。另一部分人则于物因之外又举出了动因；这部分人或谓动因只一，或谓动因有二”；“直到意大利学派（即毕达哥拉斯学派——引者注）以及此后的学派止，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还是晦涩的，只是实际上他们也引用了两因——两因之一是动变的来源。这来源或一或二。”
这一“两因说”便是人类最古老的物质、能量二分法原则，这一原则体现着人类的物质观念（物质思维）和能量观念（能量思维）的分立。这一分立的状态构成了人类的古代思维和近代科学思维的典型特色。虽然，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曾强调指出：物质和运动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没有无物质的运动，但是，物质和运动（能量）作为两类不同的本源性存在则始终未能得到内在化的统一性表述，近代科学中物质守恒和能量守恒这两条原理相互分立的状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情景。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大多都用元素的“稀薄化和凝聚化”（如阿那克西美尼），或用元素的“结合和分离”（如恩培多克勒），或用元素的形状、秩序、位置等差异（如德谟克利特等原子论者）来说明事物运动、变化之原因。另外，赫拉克利特则用火的燃烧和熄灭，以及冷与热、干与湿等对立面的相互斗争来说明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而据说芝诺（约前490～约前436）则更进一步认为“万物的本性是由热和冷、干和湿中产生的，这四种元素互相转化着”；“灵魂由冷、热、干、湿四种元素的等量部分构成。”
然而，仅仅从上述的这样一些方面来说明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元素聚或散、结合或分离、差异间之过渡、对立间的斗争与转化等等还仅只是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现象，而造成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的原因仍需要予以揭示。

前已提到的恩培多克勒大概是第一个明确揭示世界上存有两种不同的始基的古希腊哲学家。他在提出四根说（火、水、土、气是万物的物质性始基）的同时又认为世界上还存在着两种原始的力：爱和恨，爱是结合的力，恨是分离的力。他还进一步认为，四种元素是万物的质料，而恨和爱则是它们的形式。他写道：“既然这两种力量（爱和恨）以前存在，那末它们以后也存在，我认为，这两种力量的无穷永恒性是决不会被剥夺的。”“在一个时候，万物在‘爱’中结合为一体，在另一个时候，个别的事物又在冲突的‘恨’中分开。所以，就一从多中产生，多又从一的分解中产生而言，事物是产生的而又并不是不变的。可是，就经常的变化从不停止而言，事物是始终处在不可动摇的存在循环之中。”“在这四种元素之外更有那毁灭性的‘恨’，它在任何地方都是同样重要的，在四种元素中更有‘爱’，爱的长和宽是相等的。”

在古希腊哲学家中，对事物运动及其原因阐释的最为明晰而深刻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一种关于事物是什么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他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结合的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它是与运动着的事物不能脱离的，而运动本身又可以看成是一种永恒存在的与实体性的质料不同的另一种非实体性的过程性实在。他写道：“既然在每一类事物中，都有潜在和完全实在之分，所以我把潜在者本身的现实化称为运动”；“潜在的东西当它已经完全是实在的，并且不是作为它自己而是作为能动的东西而活动的时候，它的完成便是运动。”；他还指出：“运动之所以被认为不确定，乃是由于它既不能归入事物的潜能一类，又不能归入现实性一类”；“运动是被认为一种现实性的，但没有完成；理由就在于潜能的东西（它的现实性是运动）是没有完成的。因此很难把握运动是什么；因为必须把它或者归入缺乏一类，或者归入潜能一类，或者归入绝对的现实性一类，但是显然这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它只能够是我们所说的东西——是现实性，并且是我们所描写的那种现实性——这是很难察辨的，但是能够存在的。”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先哲们大多采用变易、生克、絪緼生化、聚散等说法来描述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并且大多都不同程度的看到了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差异过渡和融合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据和原因。但是，这些相关的论述都未曾达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达到的深度。

早在西周末期，周太史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这里的“和”是指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同”是指无差别性的单一事物；“和”是万物构成的法则，单一事物如不与另一事物相“和”就不能产生新事物。所以他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老子》一书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猜测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并意识到对立面的转化乃是事物运动的根据和原因。书中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并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该书还提出了一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演化观，并认为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强调无更为基本，所以有“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一说。

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则用“阴阳消长”和“五行生克”来说明事物的运动和变化。“阴阳五行说”是“阴阳说”和“五行说”的合流。早在战国时代，“五行说”就颇为流行，并出现“五行相生相克”的事物运动、变化、演化原理。“相生”意味着互相促进、转化、生成，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等。“相克”亦称“相胜”，意指互相对立、排斥、竞争，如“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等。“阴阳”最初是古代思想家用来揭示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势力或倾向，后来又有阴阳是两种相反性质的气之说。《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肯定阴阳的矛盾势力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易传》作者进一步提出“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学说，把阴阳交替、转化看作是宇宙运动、变化、演化的根本规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则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且“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周易外传》卷五）。五行相生相克、阴阳相互作用、消长、转化的理论构成了“阴阳五行说”用以解释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源的一般理论。这一理论一直被后来的学者所推崇，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数、医学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气一元论者大多都用气自身的运动来说明事物运动和变化的原因。如，王充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横·自然》）；张载则提出“太虚即气”，气的聚散变化生化万物，“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正蒙·太和》）；明代学者吕坤（1536～1618）认为：“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更无别个。”（《呻吟语·天地》）。另外，张载和王夫之还用“絪緼生化”的命题来说明“气”变化万端以成万物的机理。 张载《正蒙·太和》中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荡、胜负、屈伸之始。”王夫之注：“絪緼，太和未分之本然。”在《易·系辞下》中也曾写道：“天地絪緼，万物化醇。”

西晋的郭象（？～312）还提出了“独化”的概念，用以指谓事物都是自己变化，无需外力推动。他在《庄子·齐物论》注中写道：“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卒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认为要找出事物所赖以产生、运动、变化的根源，则推上去永无穷尽，必然得出事物自己产生和自力运动的“独化之理”。

近代科学的“能量”概念是由英国物理学家和医生托马斯·杨（Thomas Young， 1773～1829）于1807年首先提出的。在“能量”概念未曾提出之前，近代科学对事物运动、变化之根据和原因的探讨，以及对运动程度的定量化研究，大多是在“力”的概念的名义下进行的。另外，由于受传统的物质思维方式的影响，在解释各种运动现象的过程中，科学家们还提出了一系列所谓“无重（即没有重量）物质”的理论。有人曾作过统计，在18世纪，科学界提出的“无重物质”竟有7种之多，这就是：用来解释燃烧现象的“燃素”，用来解释热现象的“热质”，用来解释光的波动性的“以太”，用来解释电的极性的正、负两种电流体，以及用来解释磁的极性的南、北两种磁流体。其中“燃素”在18世纪末就已被否定，其余６种，除“以太”以外，到19世纪中叶，由于能量守恒原理的发现和电磁理论的建立，不是被否定，就是被弃置。唯一保留下来的“以太”，不仅用来解释光现象，也用来解释电和磁的现象，因此在物理思辨中占着首要地位。到了20世纪初，由于狭义相对论的出现，“以太”一说才被否定。

近代科学对能量问题的科学解释是从对能量守恒与转化问题的定量表述中得到突破的，最初是关于机械运动的量的守恒与转化问题的表述，后来便是对热运动的量的守恒与转化问题的表述，与此相关的便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

1644年，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笛卡尔( Rene Descartes， 1596～1650)宣称：运动实际上不过是运动物体的一种状态；但它具有一定的量，不难设想，这个量在整个宇宙中会是守恒的，尽管在任何一个部分中是在变化的。他还指出，这个守恒的运动的量就是物体的质量×速度(以后的物理学中称之为“动量”)。

1686年，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G．W．Leibnitz， 1646～1716)又发现，物体的质量×速度的平方也是守恒的。他把这个量叫做“活力”(以后的物理学家把这个量的半数叫做“动能”)，并认为只有“活力”才能真正代表运动的量。于是关于运动的量度问题，在笛卡尔学派和莱布尼兹学派之间展开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争论，直至1743年法国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数学家和哲学家达兰贝尔(J．L．R．d’A1eｍbert， 1717～1783)指出两者都是正确的，不过各自所着眼的角度不同罢了，这场争论才告平息。

1824年，法国青年军事工程师萨迪·卡诺（N．L．Sadi Carnot， 1796～1832）发表了《关于火的动力的考察》的长篇论文，提出了能量守恒原理。在该文中，他提出了三条假设：（l）不可能制造永动机；（2）热是一种无重的流体，在任何过程中都不生不灭（这就是当时流行的“热质说”）；（3）只要存在温度差，就能产生动力。后来，他又放弃了热质说，而主张热是一种物质运动形式（即“热的运动说”）。可惜他在1832年死于霍乱，直到1878年才重新发现了他的一些手稿，在这些手稿中他曾写有如下的话：“热不过是动力，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过是改变了形式的运动”；“在自然界中，动力在量上是不变的，准确地说，它是不生不灭的。”这是历史上关于能量守恒原理的最早的表述，可惜过了四十多年后才发现这份遗稿，对科学的发展实际上已失去了作用。

1837年，德国药物化学家莫尔（K．F．Mohr， 1806～1878）在其发表的一篇题为《对热的本性的看法》的论文中，也曾独立地提出了能量守恒原理。该文指出：“除了已知的54种化学元素以外，自然界中只存在一种动因，那就是力；它以适当的关系表现为运动、化学亲和力、内聚力、电、光、热或磁，这些种类现象的每一种都能产生另一种现象。”

上述学者关于能量守恒与转化原理的表述虽然提出较早，但是，由于其所写文章或者是未能及时发表，或者是虽已发表，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引起当时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对于能量守恒和转化问题的科学研究的推动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

现在，一般科学文献中都认为最早发现能量守恒与转化原理的是德国医生迈尔（J．R．Mayer， 1814～1878）。他在1841年，完成了一篇题为《论无机自然界的各种力》的论文，送到《物理学和化学杂志》，结果以不刊登思辨性的文章为理由被退回。该文于1842年发表在《化学和药物学杂志》上。该文认为力象物质一样也是一种“因”，而一切因的首要性质是“不灭性”。他说：“力是（在量上）不可毁灭的，而（在质上）可转化的无重客体”。该文还对热功当量进行了初步的测定。迈尔还利用能量守恒解释潮汐涨落、流星发光，并认为能量守恒是支配宇宙的普遍规律。

英国物理学家焦耳（J．P．Joule， 1818～1889）于1843年1月最早较为精密地测定了热功当量，其所测定的热功当量是460千克·米／卡。1847年６月他在牛津举行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关于能量守恒原理的透彻、清晰的报告，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上半叶，独立提出和表述过能量守恒与转化思想的科学家还有许多。如，法国铁道工程师塞甘（Marc Seguin， 1786～1875）于1839年，瑞士化学家赫斯（G．H．Hess， 1802～1850）于1840年，英国电化学家格罗夫（W．R．Grove， 1811～1896）于1842年，德国物理学家霍耳兹曼（K．H．Holtzmann， 1811～1865）于1845年，丹麦工程师柯耳丁（L．A．Colding， 1815～1888）于1847年，德国物理学家亥姆霍兹（H．F．von Helmholtz， 1821～1894）于1847年，以及法国物理学家伊伦（G．A．Hirn，公元1815～1890）于1854年，都曾独立地发表过有关能量守恒的论文。

古希腊哲人关于运动着的力，乃是一种永恒不灭的，世界最初始之本源性、过程性实在的理性思辨，在19世纪上半叶的近代科学中以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以及能转化为功的定量测度的方式得以再现。这一成就标志着人类的能量观念和能量思维方式从原始猜测性的思辨水平上升到了一般科学认识的境界。

科学的能量观念和能量思维方式的再次升华是与“能量场”的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化相关的。这要归功于英国的物理学家法拉第（M．Faraday， 1791～1867）和麦克斯韦（J．C．Maxwell， 1831～1879）。在19世纪30年代，为了解释电磁感应现象，法拉第提出“力线”和“场”的概念，认为空间不是空虚的，而是布满磁力线的“场”。因此空间也就具有同物质一样的性质。这是牛顿以后物理学基本概念最重要的发展。但是，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把这一看法看作是离经叛道的妄想。

继法拉第之后，对电磁理论作出决定性贡献的麦克斯韦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证明和重新概括、阐释了法拉第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电磁场的基本方程，即，麦克斯韦方程组。从麦克斯韦的理论得出，电磁过程在空间是以一定速度（相当于光速）传播的，从而彻底否定了存在超距作用的错误概念，并得出光的本质是电磁波的结论。麦克斯韦指出法拉第的观念是“1830年以来一切电现象的核心”。他在1873年出版的《电磁学通路》中对法拉第的思想特点进行了生动的介绍：“在数学家们看来是超距吸引力中心所在的地方，在法拉第的心目中却是横亘整个空间的力线；在数学家们看来除了距离以外是空洞无物的地方，在法拉第看来却有一种媒质存在；法拉第要探求媒质中实际起作用的各种现象的本质，数学家们却满足于已经获知他对电流体所产生的超距作用的力量。”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对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做出过极高评价，他说：“法拉第的一些观念”的“伟大和大胆是难以估量的”；而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思想则是“物理学自牛顿以来的一次最深刻和富有成效的变革”。

“能量场”概念的提出，否定了存在“超距作用”的理论，指明所有相互作用力的产生都是通过能量场的传递而实现的。根据现代量子力学的观点，场与基本粒子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一切基本粒子都可以看作相应场的最小单位（量子）。在量子力学中，各种相互作用的力被统一解释为四种：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位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和万有引力相互作用。这四种相互作用都是由中介量子场的传递和交换所实现的。

1850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 J． E． Clausius，1822～1888）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热量总是从高温物体传到低温物体，不能作相反的传递而不带有其它的变化。其实，当卡诺在1824年指出“只要存在温度差，就能产生动力”时，就已经表述了与克劳修斯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相一致的思想。1864年，克劳修斯又提出了“熵”这一概念，用它来表示系统的热量变化和绝对温度之间的确定关系，并相应地把热力学第二定律表述为“熵增原理”：“在孤立系统内实际发生的过程，总使整个系统的熵的数值增大”。

1906年，德国物理化学家能斯脱（W． H． Nernst，1864～1941）提出了热力学第三定律。这一定律可以有两种表述方式：一是温度为绝对零度时，系统的熵值为零，而与其它性质，如压强等无关；二是绝对零度不可能达到，不可能用有限个手续使物体冷却到绝对零度。

如果说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了能量转化的方向、方式与限度的话，那么，热力学第三定律则进一步用科学的方式表述了运动的绝对性、不灭性这一古老的哲学观念。按照热力学的理论，热是由大量微观粒子作无规则的运动时所产生的宏观效果，而温度则是关于热的强度的量度。温度越高表示粒子运动的程度越大，绝对零度（00K）表示粒子无任何形式的运动（绝对静止），亦即“绝对不热状态”。热力学第三定律恰恰说明着绝对静止状态是不可能存在的。

按照现代宇宙学所提供的理论，宇宙间最冷的物质可能是宇宙大爆炸之初所产生的几种辐射。它们是引力子辐射、中微子辐射、黑体微波辐射。据理论推测，其温度可能分别为l0K、20K和30K。前两种辐射的能量太低，捕获难度极大，至今尚未发现；而黑体微波辐射则于1965年被美国科学家彭奇阿斯（A．A．Penzias）、威尔逊（R．W．Wilson）首先观测到，其实测温度为2.70K。宇宙学家们认为，随着宇宙继续膨胀下去，上述三种辐射的温度将会继续降低，但是这一温度永远不可能降低到绝对零度。另外，在一些宇宙学家所设计的宇宙黑洞模型中，在一个具有几倍太阳质量的黑洞中可能只具有千万分之一度的绝对温度，这是迄今为止科学家们所推测出的可能存在的最低的宇宙事件的温度。这样，现代宇宙学的相关理论也提供了关于绝对静止状态不存在和运动的绝对性、不灭性的科学依据。

四、物质思维和能量思维的统一

如果说承认世界的“二因”法则，将物质和能量分立乃是古代哲学思维和近代科学思维的一个基本特色的话，那么，对这种“二因”法则、物质和能量分立的观念的消解则构成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特色。这一消解是通过实体的非始基化、物质因的非实体化、能量因的泛化来实现的。

19世纪末，由于电子和放射性现象的发现，由近代科学的原子论所代表的物质结构理论〔即一切物质均由不可分割的、不再变化的、具有一定质量的最小微粒——原子（实体）所构成〕首先被否定。原子不再是不变的、最小的“宇宙之砖”意义上的终极实体。随着后续研究的进展，原子的内部结构被科学家们逐层剥开：第一层是由旋转着的电子（1897年发现）与其所包围着的原子核（1911年确认）；第二层是原子核中的质子和中子（1932年发现）；第三层则是组成质子和中子的夸克（1964年首建模型）。

虽然，原子内部结构的发现对于以实体概念所描述的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虽然，在电子和放射性现象发现之后，也有一些人提出“原子非物质化了”，因而“物质消失了”的看法，但是，原子结构的发现对于以实体概念所描述的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方式的冲击却并不是本质性的。因为，人们完全可以认为道尔顿的“原子”，还并不就是德谟克利特所说的“宇宙之砖”意义上的“原子”，事实上，发现电子之后，当时大多数的物理学家也不同意“物质消失了”的论点，在他们看来，电子只不过是比原子更小的物质粒子，它仍然具有实体性的特征，仍然可以充当宇宙的最小砖块。同理，人们也完全可以认为，质子、中子、夸克等等更为微观的结构粒子，仍然可以充当“宇宙之砖”意义上的终极实体的角色。

真正给传统的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方式带来致命性的打击，或说是给其带来灭顶之灾的，乃是２０世纪初相对论（分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由爱因斯坦分别于1905年和1916年建立）与量子力学（由一批科学家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先后诞生与其相关理论的后续发展。正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理论取消了实体作为宇宙构建的最小砖块的终极性、始基性地位，也正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最终将原来分立的质量和能量、物质和运动力场内在化的、有机化的统一了起来，将传统学说中分立的“物质因”和“动力因”的“二因”原则取消，并建立了统一的存在始基的理论。

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继承了古希腊原子论的观点，把物质归结为具有某些绝对不变属性、不可再分的质点的集合。这就是近代科学中把物质归结为实物或实体的观念。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质量便成了“物质多少”的量度，并且是质点（或实物，或实体）所固有的本质特征。

爱因斯坦所创立的相对论将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作了更一般化的拓广，提出一种在本质上不同于实物或实体的实在形式——场。场具有能量和动量，却没有静止质量，它不再可以被看成是由牛顿力学所描述的只能作机械运动的质点所组成的实在，也不再可以被看成是德谟克利特或道尔顿意义上的原子，或更为微观的具有静止质量的粒子。在相对论看来，实在的场的形态比实在的实物的形态更为基本，因为所有具有静止质量的实在的实物都可以在一定条件和关系中转化为不具有静止质量的场。按照相对论提出的质速关系式，可以将质量看作是速度的函数，相对于不同的参考系，在不同的运动速度下，同一对象将具有不同的质量。爱因斯坦还给出了任何物质的质量m与其能量E之间的一个关系式（质能关系式）：E＝mc2，其中c为真空中的光速。当一物体的能量发生改变时，它的质量就按照这一关系相应地发生变化，反过来也如此。按照这一关系式，1克质量相当于9×1020尔格，或9×1013焦尔，或2.5×107千瓦·小时（度）的能量。

爱因斯坦给出的质能关系式标明了质量和能量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统一，也表明着质量并不是物体恒定不变的、固有的量纲或属性。经典物理学所称的质量和能量在实质上反映着两种不同的运动状态，即是相对静止和明显变动着的两种运动状态。静止并非是绝对的不运动，而是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任何相对静止之物，都必然处于自身内在运动的实在过程之中，而静止质量则恰恰可以看作是物体内在运动过程的表现，是一种内化了的能量（内能），而经典物理学意义的能量却可以看作是物体外部运动的表现（动能），或看作是一种外在化了的质量（动质量）。静质量与动能量（经典物理学称质量与能量）的相互转化既可看作是物体的内在运动（内能量）外化为物体的外在运动（动能量）的过程，也可看作是物体的静止质量（静质量）外化为物体的运动质量（动质量）的过程；既可看作是物体的外在运动（动能量）潜化为物体的内在运动（内能量）的过程，也可看作是物体的动质量内化为物体的静质量的过程。如此，在这个静质量与内能量、动质量与动能量的统一图景中，那个表述质量和能量分别守恒的质量守恒律和能量守恒律也便不得不统而归一了。这就是质能守恒定律。在相对论物理学家眼里，总是把质量分为静质量和动质量，同理，也总是把能量分为内能量和动能量，并且，静质量、动质量或总质量（静质量＋动质量）都不再是一个恒量，其数值可以随物体（粒子）运动的状态或增加，或减少，或消失。另外，在相对论中能量和质量等价，物体（粒子）的总能量与总质量成正比，物体由于运动所增加的能量，同样应该加到它的质量上去。一个物体愈加逼近光速运动，它的质量也会上升的越来越快，但相对论中提出了一个限制，一般物体的运动不可能达到光速，因为那时它的质量将会变得无限大，而由质量能量等价原理，这就需要无限大的能量才能做到。所以，相对论只承认不具有静止质量的光、辐射或波才能以光速运动。

古希腊遗传下来的以实体范畴所阐释的物质思维方式对科学家们的头脑的影响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以至科学家们不断地宣称“宇宙之砖”被发现。最初宣称道尔顿的“原子”是“宇宙之砖”；后来，又宣称电子、质子、中子是“宇宙之砖”；再后来则又宣称电子、夸克是“宇宙之砖”。然而，量子力学的发展一步步揭开了微观世界的神秘面纱，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基本粒子的数量已多达三百余种，并且，随着后续涌出的新的发现，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真可谓是层出不穷。然而，受实体性物质思维方式的影响，有些科学家还在作着寻求“宇宙之砖”的努力，在他们思想的深处存在着这样一种深刻的观念：所有不同的基本粒子都应当可能被归结为少数几种“最基本的”粒子，而这少数几种“最基本的”粒子则应当是具有“宇宙之砖”意义的普遍实体。然而，量子力学的观测和实验则一而再、再而三的揭示了如下的情景：众多的基本粒子并不能还原为少数几种“最基本的”基本粒子，而只能还原为某些并不具有静止质量，也就是并不具有实体意义的，仅可能呈现出能量行为的辐射、光或波。

反粒子的发现是量子力学众多杰出贡献之一。1928年，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Paul Adrien Maurice Dirac ，1902～）建立了相对论性的电子波动方程，成功地描写了电子的状态和性质，并提出一个预言：电子必须有它的配偶——反电子或正电子。1932年，安德逊（C．D．Anderson，1905～）利用云雾室拍摄的照片证实了宇宙线中存在狄拉克预言的正电子。1933年，法国的蒂保德（J．Thibaud，1901～1960）证实了正负电子相遇可彼此湮灭，并且在湮灭时不留下实体，只放出γ射线。后来，安德逊又发现当γ射线突然消失时，出现了一对正负电子的情况。正电子的发现不仅给基本粒子家族增添了一个新成员，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一种基本对称性——正与反的对称性，第一次表明自然界存在两种类型的粒子——正粒子和反粒子。它们可以因得到足够能量而同时创生，也可以相遇放出能量而相互湮灭。这一发现为爱因斯坦关于质能可以相互转化的论点也提供了新的证据。在之后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又先后发现了反质子（1955年），反中子（1956年）、反西格玛负超子（1959年）等等。现在，按照量子力学的理论任何粒子都会有和它相互湮灭的反粒子（对于携带力的粒子，反粒子即为其自身）。科学家们预言也可能存在由反粒子构成的反物质和反生命组成的反世界。

量子力学还指明了一种虚粒子的存在。虚粒子可以在实粒子之间实现力的交换，但是它们却不象实粒子那样可以用粒子探测器检测到。但量子力学家们相信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具有可测量的效应，即它们引起了物体（粒子）之间的力的传递。用量子力学的方法来研究引力场，便可以把两个物体（粒子）之间的引力描述成由称作引力子的自旋为２的粒子所携带。它自身没有质量，所以所携带的力是长程的。太阳和地球之间的引力可以归结为构成这两个物体的粒子之间的引力子交换。虽然所交换的粒子是虚的，但它们确实产生了可测量的效应——地球绕着太阳公转。

在特定条件下，虚粒子也可能转化为实粒子而被仪器探测到。当实粒子以交换携带力的虚粒子的形式相互作用时，虚粒子有时就可以被发射出来，并呈现为可测的实粒子。如，两个电子之间的电排斥力是由于交换虚光子所致，这些虚光子永远不可能被检测出来，但是，如果一个电子穿过另一个电子，则可以放出实光子，它以光波的形式为我们所探测到。由此又可以得知，在虚粒子和实粒子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相互转化的关系。更进一步的理论描述则认为：甚至在那些所谓“空的”空间里也充满了无限多的能量，因为那里是虚粒子和反粒子潜存的世界，并且，在特定的情景中，这些看来是“空的”空间将通过某种失稳性机制而爆发，从而创生出由可测能量和质量构成的显态世界。

20世纪80年代中叶，一种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弦理论得到了量子力学界的更为积极的关注。在这一理论中，构成世界的基本元件不再是只占空间单独的点的粒子，而是只有长度而没有其它线度、象是一根无限细的弦这样的东西。这些弦可以有端点（所谓的开弦），或它们可以自身首尾相接成闭合的圈子（闭弦）。在弦理论中，原先以为是粒子的东西，现在被描绘成在弦里传播的波动，如同振动着的风筝的弦上的波动。一个粒子从另一个粒子发射出来或者被吸收，对应于弦的分解和合并。例如，太阳作用到地球上的引力，在粒子理论中被描述成太阳上的粒子发射出并被地球上的粒子所吸收的引力子。在弦理论中，这个过程相应于一个H形状的管，管的两个垂直的边对应于太阳和地球上的粒子，而水平的横杠则对应于在它们之间传递的引力子。
 毫无疑问，弦理论对于以实体范畴所描述的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的否定显然是更为彻底的。

量子力学理论的最新进展不仅倾向于彻底否定实体作为宇宙的初始构件的观念，而且就连宇宙的能量也可能会归结为“无”或“零”。世界著名的广义相对论、宇宙论和理论物理学家，英国学者史蒂芬·霍金（Stephen．W．Hawking，1942～）就曾在其所撰科普名著《时间简史》中写过如下一段话：“在量子理论中，粒子可以从粒子/反粒子对的形式由能量中创生出来。但这只不过引起了能量从何而来的问题。答案是，宇宙的总能量刚好是零。宇宙的物质是由正能量构成的。然而，所有物质都由引力互相吸引。两块互相靠近的物质比两块分得很开的物质具有更少的能量，因为你必须消耗能量去克服把他们拉在一起的引力而将其分开。这样，在一定意义上，引力场具有负能量。在空间上大体一致的宇宙的情形中，人们可以证明，这个负的引力能刚好抵消了物质所代表的正能量，所以宇宙的总能量为零。”

如果霍金的这段话揭示了宇宙存在的真谛的话，那么，根据广义相对论宇宙原理，按照宇宙大爆炸理论所作的推论，在宇宙大爆炸产生之前的宇宙“奇点”状态，所有的宇宙能量都聚集在一个无限小的空间尺度上，那么，当时的宇宙能量恰好为零。这意味着我们所处的宇宙正是由“无”中创生出来的。或许，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古哲老子所说的“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隐含着的思想恰与当代宇宙学家们的极端推论相吻合。这样的一种极端推论不仅使作为物质标志的实体消失了（在正反粒子的湮灭中，转化为能量），而且也使能量消失了（在正负能量的湮灭中化为“零”或“无”）。这样的一些新近产生的观念不仅对经典哲学和经典科学中的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方式进行了彻底否定，而且也对经典哲学和经典科学中的能量观念和能量思维方式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或许，我们还有最后的一线希望，那就是关于广义相对论的理论在奇点处失效的说法，大概我们还要再加上量子引力理论在奇点处失效的说法。或许，在奇点处将会出现新的奇迹，而这一新的奇迹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所无法清晰描述的。当然，人们完全有理由提出如下的问题：那种能量为“零”的状态又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正负能量湮灭之后又会转化成怎样的一种存在呢？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关于宇宙产生于“无”，宇宙有一个开端，即大爆炸之初的“零”的“奇点”的说法，与基督教创世纪所描述的宇宙在时间中创生的说法相暗合。这也就难怪，就连梵蒂冈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对当代宇宙学所作的推论都极感兴趣。1981年，在梵蒂冈召开宇宙学会议时，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就召见了史蒂芬·霍金，并表示：“研究宇宙在大爆炸后的演化是可以的，但是由于大爆炸本身是创生的时刻，因而是上帝的事务，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询问那个时刻本身。”

面对放射性现象的发现，面对场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一系列成果，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人类的能量观念和能量思维方式得到了泛化式的突现。古老的物因、动因的二分原则被统而归一，而统一的基础则是能量。

作为辩证唯物论者，列宁及时洞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科学界所发生的全新变革，并针对当时某些科学家利用科学发展的成果否定唯物论的倾向，对古、近代的传统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方式进行了合理的扬弃和批判，给出了更具一般性、普遍性和抽象性的物质范畴的全新阐释。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的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

列宁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任何关于物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他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等等。不管没有重量的以太变成有重量的物质和有重量的物质变成没有重量的以太，从‘常识’看来是多么稀奇；不管电子除了电磁的质量外再没有任何其它的质量，是多么‘奇怪’；不管力学的运动规律只适用于自然现象的一个领域并且服从于更深刻的电磁现象规律，是多么奇异，等等，——这一切不过是再一次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反对形而上学（是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实证论者即休谟主义者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反对它的片面的‘机械性’，可是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浴盆里泼出去了。他们在否定迄今已知的元素和物质特性的不变性时，竟否定了物质，既否定了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在否定一些最重要的和基本的规律的绝对性质时，竟否定了自然界中的一切客观规律性”
。列宁还写道：“从恩格斯的观点看来，不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的意识（在有人的意识的时候）反映着离开它而存在和发展的外部世界。而空洞的教授哲学所描述的任何其他的‘不变性’、任何其他的‘实质’、任何‘绝对的实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都是不存在的。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们只表现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物质正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
“原子的可破坏性和不可穷尽性、物质及其运动的一切形式的可变性、一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支柱。自然界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变动的”
。

显然，从上述列宁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列宁之所以用“客观实在”，而不是用“客观实体”来阐释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就是试图要克服传统唯物论所坚持的“实体实在论”所具有的历史局限，就是试图用“客观实在”来概括当时自然科学所揭示的不具有静止质量的、非“实体”化的新的物质存在形式。显然，“客观实在”范畴既可以击退当时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攻击，又可以为唯物主义在新的科学背景下的发展提供一条合理的解释纲领。

列宁在用“客观实在”阐释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的同时，还对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的“唯能论”进行了批判。

据说德国的物理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基于当时电子和放射性现象的发现，首先提出了“唯能论”的观点。宣称物质“消失了”，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能”，物质仅仅是不同的“能”的空间群。奥斯特瓦尔德在其1902年出版的《自然哲学讲演录》第２版中写道： “如果把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包含在能量概念之中，就会简单地自然而然地排除掉那种使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的旧困难”。对此，列宁批判说：“如果把物质和精神‘包含’在能量概念之中，对立无疑会从字面上消除，但是鬼神之说的荒谬却不会由于我们称它为‘唯能论的’而就消失了。”奥斯特瓦尔德还写道：“一切外界现象都可以说是能量之间的过程，其原因非常简单：我们意识的过程本身就是能量的过程，它把自己的这种特性传给一切外界现象。”对此，列宁批判说：“这是纯粹的唯心主义：不是我们的思想反映外部世界中的能量的转化，而是外部世界反映我们的意识的‘特性’！”

列宁称奥斯特瓦尔德是“伟大的化学家和渺小的哲学家”，并认为他提出的“唯能论”属于“哲学唯心主义”的派别，是试图要割裂物质和运动的关系，是在“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

列宁转引狄慈根的话对割裂物质和运动的关系，并且认为运动是非物质现象的唯心主义的“唯能论”予以批判。狄慈根写道：“没有实物的力是没有的，没有力的实物也是没有的。没有力的实物和没有实物的力都是无稽之谈。如果唯心主义自然科学家相信力是非物质的存在，那末在这一点上他们就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看到幽灵的人。”

其实，唯能论并不就等于唯心论。唯物和唯心的对立仅仅在于承认世界的本质是客观实在还是主观的心灵或上帝。对于能量既可以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以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列宁对唯心主义“唯能论”进行批判的同时又指出，完全可以从唯物的方面去理解能量过程，也完全可以用“唯能论”这一术语“来表达唯物主义”。列宁写道：“自然科学把能量的转化看作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人类经验的客观过程，即唯物地看能量的转化。就是奥斯特瓦尔德本人在许多场合下，甚至可能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也把能量理解为物质的运动”
；“如同‘经验’等术语一样，‘唯能论’这一术语也可以用来表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能量问题上的区别仅仅在于：“能量的转化是在我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和人类而发生的呢，或者这只是观念、象征、符号等等？”
 

而事实上，许多持“唯能论”观点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也都能坚持从唯物主义角度去理解能量过程。基于对场态物质、能量过程作“客观实在”解释的基础之上，当代唯物论者大多都采取了对传统的机械唯物论予以辩证扬弃的方法，即摒弃机械唯物论中机械化、绝对化的方面，而保留其合理的根基。对物质范畴重新阐释乃是当代唯物论者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唯物主义面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提出的挑战寻求新的出路的基本方式。这一方式所遵循的基本思路是：将传统物质观念中的物质必备的质量特性、最小物质微粒的不可入性等等予以剔除，而将场态存在、能量存在都看作是客观实在的存在形式，并且把它们都包容到新的物质概念所指谓的范围之中，并由此建立起与当代科学相适应的新的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取消机械唯物论关于实体具有质量特征的看法，将实体作不具有质量特征的能量化的解释是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理解“唯能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就认为：基本粒子数并不守恒，基本粒子可生可灭，并不具有“宇宙之砖”意义的基本性和实体性，而“能量实际上是构成所有基本粒子、所有原子，从而也是万物的实体”。

爱因斯坦在确立场和能量存在的基本性的同时，又指出了这种基本存在形式的实在性和物质性的本质。他说：“我们有两种实在：实物和场”，“我们能够把实物和场认为是两种不同的实在吗？”“在我们熟悉相对论之前，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实物有质量而场却没有质量。场代表能，实物代表质量。但是我们在熟悉了更多的知识以后，已经知道这样的答案是不充分的。根据相对论，我们知道物质蕴藏着大量的能，而能又代表物质。我们不能用这个方式定性地来区别实物与场，因为实物与场之间的区别不是定性上的区别。最大部分的能集中在实物之中；但是围绕微粒的场也代表能，不过数量特别微小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实物便是能量密度特大的地方，场便是能量密度小的地方。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实物和场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定性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定量的问题。把实物和场看作是彼此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种东西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能想象有一个明确的界面把场和实物截然分开。”“我们不能把物理学只建立在纯粹是实物的概念基础上。但是在认识了质能相当性以后，实物和场的截然划分就有些牵强和不明确了。我们是否能够放弃纯实物的概念而建立起纯粹是场的物理学呢？我们的感觉器官作为实物来感受的东西，事实上只不过是大量的能集中在比较小的空间而已。我们可以把实物看作是空间中场特别强的一些区域。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建立起一种新的哲学背景。”“在我们这种新的物理学中，不容许有场和实物两种实在，因而场是唯一的实在。”
“我们希望观察到的情况能够和我们对实在所作的概念相符合。如果不相信我们的理论结构能够领悟客观实在，如果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性，那就不会有任何科学。”

列宁还指出：“从恩格斯的观点看来，不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的意识（在有人的意识的时候）反映着离开它而存在和发展的外部世界。而空洞的教授哲学所描述的任何其他的‘不变性’、任何其他的‘实质’、任何‘绝对的实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都是不存在的。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们只表现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物质正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

从列宁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到，列宁关于物质即客观实在的规定不仅彻底克服了以实体范畴所阐释的传统物质观念和物质思维方式的历史局限，而且也能很好的包容和解释当时自然科学所取得的相关成果和结论，并且，也能很好的包容和解释之后涌现出的一系列崭新的自然科学成果，如相对论场论、量子力学的量子波动论、正反粒子论、正负能量论、量子引力论，以及其它一些相关的虚粒子、波和弦的理论。甚至就连现代宇宙学所极端推论的宇宙初开之前的“奇点”（或称“原始混沌”）状态的存在，仍然可以用客观实在来加以表述。“客观实在”所具有的一般性、普遍性、全面性和抽象性特征，使它拥有了极为深刻的内涵和极为广泛的外延。无论怎样的存在，只要它既是客观的，又是实在的，它就是物质，这就使上升到哲学层面的物质范畴超越了形形色色具体感性的物的形态的多样性特征，除了客观和实在这两个特征之外，其它的所有特征，不再是绝对依附于物质而固定不变的必然特征了。实体既是客观的又是实在的；能量既是客观的又是实在的；时间、空间、运动、直接性的相互作用和转化关系、直接性的结构组合和功能表现，等等都既是客观的又是实在的，所以，它们便统统可以纳入到物质范畴所囊括的领域之中。

正是物质即客观实在的规定，将传统二分的实体和力，将自然科学中的实物和场、物和能等等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一句话，将传统二分的物质观念、物质思维方式和能量观念、能量思维方式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客观实在”即“实在”。因为主观世界是客观世界的反应，它并不具有实在存在的性质，所以只有在客观世界中才有实在的存在。在实在之前冠以客观二字，其本意仅仅是要强调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相区别的特点。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著名物理学家玻恩才断言：以列宁的物质概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其归入唯物主义，还不如归入“实在主义”。他还认为，这种实在主义“是每一个理智的自然科学家对他的工作所持有的一种观点……。因此，我们大家，包括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在内，在许多问题上是和我们东方的朋友们一致的，就毫不奇怪了”。玻恩的看法在西方科学家中是有代表性的。不少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把“唯物主义”视为“实在论”的同义语，而且，不少持物理实在论或科学实在论观点的西方科学家和哲学家，实际上也的确就是唯物论者，是不用“物质”这个术语来表示“客观实在”或“实在”的唯物论者。例如，有人问爱因斯坦：“是否有我们之外的实在？”爱因斯坦回答说：“是，我相信这一点”。这里的“实在”显然就是“外在世界”，就是“客观实在”，因而也就是“物质”。

五、信息观念和信息思维
物质和能量都是“实在”、“直接存在”，物质思维和能量思维都是关于实在的思维，都是关于直接存在的思维。信息则是“不实在”、“间接存在”，信息思维则是关于不实在的思维、关于间接存在的思维。

信息观念乃是人们将信息作为一种区别于物质和能量的基本存在，以及对其本质、存在方式、意义和价值所作的一般性理解、规定和认识。而依据相应的理解、规定和认识，从现存事物的结构和关系模式、演化程序和过程模式中去把握和描述事物的本质、特点和属性的方式和方法，将现存事物的结构、关系、过程作为信息的载体或符码，并由此破译出其中蕴涵着的关于事物历史状态、现实关系、未来趋向等间接存在的内容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将现实对象物或信息再行人为符号化，并赋予其特定的代式关系的方式和方法便构成了信息认识方式和信息思维方式，亦即信息思维。

在人类最古老的哲学思维中孕育着人类最初的信息观念和信息思维的萌芽，虽然，当时的信息思维并不是在信息概念的名义下进行的。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潜能与现实同属于“有”，但是现实是实在的有，而潜能则是不实在的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现实与潜能、实在与不实在之间具有相互蕴涵和相互转化的关系。他写到：“只有当一样东西以上述方式完全实存的时侯，而不是在这之先或在这之后，运动才是这个东西的一种属性。因为这一类东西的每一个，都能在一个时候是实在的，在另一个时候不是实在的”；“在‘有’的各个类中，我们看见那完全实在的东西和潜能的东西之间的区别。”他还举例说：“铜潜在的是一个雕像”；“作为可供建筑的东西的可供建筑的东西的现实性，乃是建筑的过程”；“当有了房子的时侯，可供建筑的东西就已经不再是可供建筑的了”，“而正是那可供建筑的东西才在被建筑。”
潜能当它还未曾转化为现实的时候，它是关于将要产生的现实的信息的载体；由潜能转化而来的现实则是它由以转化而来的在它之先的潜能的信息载体，同时，它又作为一种新的潜能而潜在规定着更新形式的现实的信息。这就是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中可能解析出来的关于实在和不实在、事物和它所蕴涵着的信息之间关系的深刻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比较起古希腊哲学来更具有信息思维的特色。强调部份之间、部份与整体之间、整体与环境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强调整体的结构性、关联性、协调性等等，强调不同事物间的相互渗透、映照、蕴涵和统一性等等，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文献《周易》、《老子》、《天论》、《皇极经世》、《黄帝内经》中所阐释的八卦、阴阳、五行、象数、经络、脏腑，以及天人相应等观念和理论都体现着丰富而深刻的信息观念和信息思维方式。以至西方的某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所体现的整体观、结构观、全息观、演进观等等都成了现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产生的最古老的理论来源之一。    

杨伟国先生在倡导信息思维的同时，认真分析了华夏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区别，他认为，中华文化与别国文化相区别的思维特质在于重视信息思维，并且认为，这一思维特质的区别能够很好的说明中华文化的“综合性、层次性和活动性（演进性）”。杨先生还认为中华文化是作为一个整体（全息）呈现它的特质的。他指出：“中华文化的多个方面之间，都有着强烈的‘信息’感，不单是单独的一个文化领域，而是更强烈的存在于不同的文化领域层次中，这是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化领域中严重缺乏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杨先生才提出，“对中华传统文化深刻的追索其发展过程和各文化层次的关系，有可能以‘信息’作为线索，理出中华文化成长的结构树，有可能比较中外古文明不同发展经历，和其文化被毁灭、被代替之根源”。

中国古代的八卦理论也许是人类最古老的信息结构理论。它大约产生于殷商之际，在《周易》一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释。八卦是８种基本符号图形，名称是：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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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作者认为八卦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８种自然现象，并认为“乾”、“坤”两卦在八卦中占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八卦又由两种更为基本的符号“—”、“  ”组成，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每卦由三爻组合而成。八卦按一定次序排列组合，产生64卦，每卦又有６爻，共384爻。卦、爻又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卦之用。唐经学家孔颖达（574—648）疏：“谓卦为万物象者，法像万物，犹若乾卦之象法像于天也。”八卦就其形式而言乃是一种符号组合、重组、匹配的信息编码方式，就其卦辞、爻辞的解释及象征而言，乃是一种人为设定的信息泛化符号代示方式。

中国古代的“象数之学”同样体现着信息思维的特色。这一学说企图用符号、形象和数字来推测宇宙、自然、人事的变化。“象数”解意最早见于《左传·僖公十五年》，书中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生），滋而后有数。”这就是说事物都有一定的形象和数量。汉儒孟喜、京房（前77～前37）等以象数之学说《易》，用八卦与阴阳之数预言灾变。北宋理学家邵雍（1011～1077），融合《周易》和道教思想，制定了一种繁琐的神秘的象数之学体系，称为“先天学”。这一学说绘制了一个世界构造图示（“先天八卦图”），主要是关于八卦方位和64卦次序的排列，用以推测自然和人事变化。据说这种图示和其所根据的“象数”原理，在没有天地前即已存在，故其图叫“先天图”，其学叫“先天学”。邵雍认为，宇宙的本源是“太极”，亦即“道”、“心”。 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则皆有消长、有终始，按照他所说的“先天图”循环变化。他说：“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则变，复归于神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我们且不论这种“象数之学”、“先天学”的唯心成分有多大，仅就其关于事物都有其显“象”或“数”的观点，以及其试图用相应的符号、图式来表示这种“象”或“数”的做法而言，其不能不体现着独到的信息思维方式的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一种“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天与人的关系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相互感应。“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理论的实质是在强调人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信息系统，人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某种复杂而现实的相互作用、相互规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全息性信息蕴涵关系。汉代哲学家董仲舒在阐释他的“天人感应”说时，就曾强调了一种“天人同类”的思想。他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同类相动》）在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下，中医学说始终注重强调人与自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中医最古老的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就曾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对自然运行和人体生理、病理、心理的变化作了统一性的解释，并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灵枢·岁露》)。该书还特别强调，人体结构和人体的生理运动是自然界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成的，因而病理要从自然界中寻找。认为疾病是自然界外在的某些物质因素侵害而产生的。

中医的经络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信息网络全息制控的理论。按照中医理论，人体的所有器官、组织、系统之间存在着紧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保证这种联系的便是分布全身的经络网络系统。其中包括12条经脉、365条络脉。经络不但对体内各器官至体表起沟通作用，而且在人体内起运行气血的作用。测量经络的平衡状态可以诊断疾病，调节经络的平衡状态又可以治疗疾病。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经脉络脉相当于信息通道之网络，穴位则是信息的输入端或输出端，而所谓沿经络运行的气血则是向全身传递信息的载体，至于“得气”之说则对应于“信息感应”。经络内属脏腑，外络肢节，将人体之脏腑百骸联系起来，使上下、左右、前后、内外相互沟通，从而使人体成为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信息控制系统，而沿穴位施治则正是向人体输入控制“信息”，以调节体内信息运行之方式，从而达到治病强身之效。

从古代发展起来的中医学，除把人体看作是经络网络信息系统之外，还把人体看成是由五脏六腑组成的人体信息系统。五脏指：心、脾、肺、肾、肝；六腑指：胆、胃、大肠、小肠、三焦（包括上三焦、下三焦）。各脏腑在人体中所处位置不同，各自的结构与功能也不同，但是，它们又互相滋养、互相制约，通过经络联结，组成交叉性、相关性的信息-功能网络，保证人体整体的协调。

另外，无论是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互补调节论，还是五行生克制化论，都不是简单地属于人体内局部结构或关系的理论，而是属于整个人体信息控制系统的理论。这种理论一方面为局部病变的情况作出说明，另一方面又对人体的整个运行机理加以解释。所以，这种理论首先便具有了全息理论的特征。由此派生的阴阳的平衡调节、五行的生克制化等等都应当是一种全息制控的机制，再配以中医的经络、穴位理论，则更清晰地显示出了这种全息控制的一般过程和途径。穴位是全息制控的控制信息输入或输出的端点，经络是全息制控的控制讯号和反馈讯号的传递路径，而阴阳、五行的相应运转方式则是全息制控所达到的具体结果。

    1998年8月28日，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了由内地和香港学者共同参加的“信息时代的中华传统文化和近代科学”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杨伟国先生报告了一篇题为《信息时代重看传统文化中的“道、气”和“形”》的论文。该文从信息活动的角度，以及信息与信息载体关系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气”、“神”、“象”、“形”、“数”、“意”、“征”、“兆”、“灵”、“采”、“冥”、“息”、“色”、“势”、“感”、“信”、“一”、“太”、“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等等一系列概念进行了颇有新意的解释。杨先生认为，在中华古文化中这些词语多用来表述某种抽象的、非形、非实、非物、非能、非体、非质的东西，而这样一些相关的表述则恰与中国古文化中的信息思维方式直接相通。杨先生还认为，中国古代哲人对有关“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讨论也渗透着信息思维的特点，它主张应该对建立现代化的“形上学”予以足够的关注。杨先生的这样一些看法为我们考察中国古代之神秘玄学文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维度。这一方面工作的深化有可能从一般哲学本体的意义上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真谛进行重新阐释。当然，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如上所提及的一系列概念的含义是多重化的，不同哲学家，以及同一哲学家的不同著述中，对相关概念的解释和应用都可能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差异。现在看来，有必要从不同意义的维度上，对诸如此类的概念进行认真的疏理。

有关研究已经说明，“汉字具有形、音、义三维信息的特点”，这一特点使使用汉字的人必须左右脑并用，这有助于对人之右脑的开发。据此，杨伟国先生认为，比较起只有音、义两维信息的拼音文字来，汉字将具有诸多优长方面：汉字携带信息量大，行文用字较少，表意更简捷；以汉字为载体的思维过程更迅捷；使用汉字更有利于全面开发人脑功能。中国汉字的这样一些特征和作用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以汉字为编码的中国文化更具有信息思维特色的情况。杨伟国先生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寓言思维”、“灯谜思维”的信息思维特色进行过讨论。

如果说，在人类近代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思维方式是物质思维方式和能量思维方式的话，那么，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种新的科学思维方式——信息思维方式则开始悄然崛起。最初，科学领域的信息思维倾向并不是在“信息”概念的旗帜下进行的，那时，首先被科学家们所讨论的并不是“信息”，而是多少带着某种神秘性的“熵”。

1850年，克劳修斯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1864年，他又提出了“熵”这一概念，并相应地把热力学第二定律表述为“熵增原理”：“在孤立系统内实际发生的过程，总使整个系统的熵的数值增大”。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揭示体系能量转化的方向、方式与限度的规律，正是这一规律首次将演化的观念、结构变化的观念引入了物理学领域。1877年，奥地利物理学家波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1844～1906）从分子运动论的角度，运用统计方法对熵的物理意义及熵增原理做出了概率性的解释：孤立系统必然要从包含微观态数目少的宏观状态向包含微观态数目多的宏观状态演化；必然要从各微观态概率分布不均匀的状态向各微观态概率分布均匀的状态演化。同时，波尔兹曼还给出了计算平衡态体系熵值的统计公式，后来这一公式又进一步推广到了非平衡态体系的领域。正是波尔兹曼的工作进一步清晰的揭示了熵概念的一般性的创造性意义和价值，这就是，熵所描述的并不是体系的一般性质量或能量的存在方式和状态，而是这些质量或能量的组构、匹配、分布的方式和状态。这就把熵和体系要素的组构方式、序的结构联系了起来。对于热力学系统来说，熵乃是热力学分子在体系中的分布方式和组构秩序、排布结构状态的度量。与此相一致，熵的改变（熵增或熵减）便意味着体系要素的组构、匹配、分布的方式和状态的改变。这就揭示了正是从熵概念的引入启始，科学的视野开始从对一般物的质量、能量的研究转入对一般物的结构和关系的研究，开始从对一般事物的构成部件的研究转入对事物演化的方向和方式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新视角正体现着信息思维方式的全新特色。

虽然在19世纪人们还未曾在“熵”和“信息”这两个概念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但是，在之后对于“信息”问题的讨论却总是和对“熵”概念的讨论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科学意义上的信息论的产生，科学视野中的信息世界的被发现，正是从“熵”在科学中的引入开始的。正是熵的引入，使我们在看待事物的观念上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比利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戈金就曾这样说：“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这种表述是在19世纪中完成的，但从那时以来，研究复杂系统的倾向一直继续着。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说，我们的兴趣正从‘实体’转变到‘关系’，转变到‘信息’，转变到‘时间’上。”
“熵”概念的出现，拉开了对一个新的世界——信息世界进行探讨的序幕，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述则孕育了科学和哲学思想上的一个新的思维方式——信息思维方式。

20世纪40年代，随着雷达、无线电通讯和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的相继出现和发展，以及防空系统的需要，促使许多科技工作者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对信息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美国应用数学家贝尔电话实验室的申农（Claude Elwood Shannon，1916～）博士在总结前人和同时代人工作的基础上，从通讯科学的角度创立了信息论。

1948年，申农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上发表的《通信的数学理论》
一文是通讯信息论创立的标志。该文专门讨论了信源和信道的特征，给出了信息系统的一般模型，并推导出了通讯过程中信息量的申农公式。十分有趣的是，申农信息论正是在波尔兹曼的统计熵理论的直接启迪下创立的。申农利用了波尔兹曼统计熵理论的两样东西：一个是统计方法，另一个是熵公式。在申农看来，信源是一个能够产生一组具有各自产生概率的随机消息的集合系统，而通讯则相应被看成是根据已知的概率，对各种可能的消息进行选择的过程。申农清醒的意识到他所给出的信息量公式和波尔兹曼统计熵公式具有一致性，所以，他又把他所给出的信息量称为“信息源的熵”。

对信息世界进行具体研究的另一条支脉可以说是在生物领域和控制论中，以及后来建立的耗散结构论中所广泛建立和采用的种种负熵论。

    1944年，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薛定锷（Erwin Schrodinger，1887～1961），在《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提出丁“有机体赖负熵为生”的名言。并认为负熵即“取负号的熵，它本身是有序的一个量度”。他写道：“生命有机体是怎样避免衰退的呢？明白的回答是：靠吃、喝、呼吸以及(植物的)同化。专门的术语叫‘新陈代谢’。……意思是变化或交换。交换什么呢?最初的基本观点无疑是指物质的交换。……认为物质的交换应该是本质的东西的说法是荒谬的。氮、氧、硫等的任何一个原子和它同类任何另一个原子都是一样的，把它们进行交换又有什么好处呢?过去有一个时候，曾经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以能量为生的。……不用说，这简直是很荒唐的。因为一个成年有机体所含的能量跟所含的物质一样，都是固定不变的。既然任何一个卡路里跟任何另一个卡路里的价值是一样的，那么，确实不能理解纯粹的交换会有什么用处。”“在我们的食物里，究竟含有什么样的宝贵东西能够使我们免于死亡呢?那是很容易回答的。……一个生命有机体在不断地增加它的熵——你或者可以说是在增加正熵——并趋于接近最大值的熵的危险状态，那就是死亡。要摆脱死亡，就是说要活着，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环境里不断地汲取负熵，我们马上就会明白负熵是十分积极的东西。有机体就是赖负熵为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新陈代谢中的本质的东西，乃是使有机体成功地消除了当它自身活着的时候不得不产生的全部的熵。”“‘以负熵为生’，就象是有机体本身吸引了一串负熵去抵消它在生活中产生的熵的增加，从而使它自身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而又很低的熵的水平上。”“一个有机体使它本身稳定在一个相当高的有序水平上(等于熵的相当低的水平上)的办法，确实是在于从它的环境中不断地吸取秩序。……其实，就高等动物而言，我们是知道这种秩序的，它们是完全以此为生的，就是说，被它们作为食物的、复杂程度不同的有机物中，物质的状态是极有秩序的。动物在利用这些食物之后，排泄出来的是大大降解了的东西”。
从薛定谔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已经十分清晰地意识到，有机体并不是为了获取物质和能量而吞食食物、水分和空气。有机体真正需要从环境中吸收的东西是“负熵”、“秩序”、“有序性”、“组织性”等等。而“负熵”、“秩序”、“有序性”、“组织性”这样一些概念的真实含义，在最为一般的意义上就是“信息”。直言之，“生命赖负熵为食”，就是“生命赖信息为食”。  

    薛定锷提出的生命的负熵论，其实是开辟了信息理论的另一个研究方向，即在系统开放的情况下去研究它的熵变，而不是象热力学第二定律那样仅仅在孤立系统的条件下做文章。系统对环境的开放性，以及由此使系统与环境保持某种程度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是种种负熵论赖以成立的基本条件。

几乎与申农创立他的通讯的信息理论同时，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入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也在综合通讯及自动控制理论，创立控制论的角度提出了一种信息的负熵理论。他在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一书中独立的给出了与申农信息量公式只差一个负号的维纳信息量公式，并具体阐释了信息量的负熵意义。维纳明确指出，他的信息量公式所度量的并不是消息本身所含的信息量，而是“事后的知识给了我们多少新的信息”，即消息带给接收者(我们)多少新的信息量。应该说，维纳的思路和薛定锷的思路是一样的。薛定锷的生命的负熵是用来计算抵抗生命体内自发熵增的能力的，而维纳的信息量则是用来计算消息给接收者带来的新的知识的量的。二者都有两个共同的基本点：①、系统是开放的，并且，②、它能够由环境来消除自身的混乱。在这里，维纳的信息量所计算的恰恰就是薛定锷的负熵所计算的内容。难怪维纳多次、反复地强调了信息量即负熵的思想。在此，我们又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所用概念的名称。而在于这些概念是被用来探讨怎样的一类问题的。

在熵、信息、负熵这样一些理论在越来越多的学科理论中得到运用和发展的情况下，以熵论和熵增原理作为自己的基本特征的经典热力学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这种发展最终突破了经典热力学的基本特征给它自身所带来的局限。

    以比利时物理学家兼化学家普里戈金为代表的布鲁塞尔学派在一系列试验的基础上，对热力学第二定律重新认识，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耗散结构论的负熵论。他们指出：熵增原理只在孤立系统中成立。对于开放系统，必须考虑系统与环境交换所引起的外熵流，以及系统内部的熵产生这两个因素。当外熵流的量小于零（为负熵)，且其绝对量超过了内熵变的绝对量时，系统便会沿着熵减的方向变化。

耗散结构论中的系统从外界引入负熵流以抵抗内部的熵增的思想与薛定锷的“生命的负熵论”和维纳的“信息的负熵论”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耗散结构论已经将负熵作用的范围扩展到了一般的物理，化学系统之中。这一扩展的实质是使熵、负熵和信息的理论进入了无所不包的客观世界。因为没有什么系统是不遵循物理、化学的一般规律的。

对全息问题的探讨同样是深刻体现信息思维方式的信息科学发展的重要领域。虽然，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整体功能可以大于它各部分功能的总和”的整体性思想的阐释中，虽然，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感应”、“人天相参”的理论中都具体渗透了全息性的观念，但是，科学对全息问题的讨论则首先是在生物学领域中进行的。

1866年，海克尔在其《普通形态学》一书中，提出了生物重演律（或称生物发生律）。他对生物重演律作了这样的说明：“生物发展史可分为两个相互密切联系的部分，即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也就是个体的发育历史和由同一起源所产生的生物群的发展历史。个体发育史是系统发育史的简单而迅速的重演”。
生物重演律的具体表现是多重的，既包括体质形态结构方面的重演，也包括生理机能方面的重演；既包括生活习性的重演，也包括心理活动形式的重演。恩格斯如下的话，所体现的也正是生物重演率中的全息性思想：“正如在母亲身体里的人的胚胎的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躯体发展史的一个压缩了的再现一样，人的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更加压缩了的再现。”
生物重演率充分揭示了生物个体对其种系所具有的全息元的性质。对于人来说，个人的全息元的意义就在于：个人只是从动物起源和进化直到人类起源和进化的全部自然历史关系和社会历史关系的凝结物。

在当代，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息思维方式与现代信息系统理论相结合，诞生了—系列由中国人提出的具有独特韵味的学说，如，泛系理论、生物全息律、宇宙全息论，以及演化全息理论等等。此类学说—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种种血源连带关系，另一方面又清晰映照着现代科学的崭新背景，且都具有深刻的信息思维底蕴。

泛系理论是一种泛系统性与综合性的多层次网络型跨学科的研究理论。该理论于1976年由吴学谋先生创立。按照吴先生的解释，泛系是—种广义系统、广义关系和它们的种种复合（泛系阴阳、泛系两仪、二维泛系哲学空间）；泛系是百科可络的范畴、广义的网络（交通网、通信网、神经、经络）；泛系是事物存在方式的抽象、显示或近似，万事万物，百科千题，自成泛系、互成泛系；泛系是百科理法的广义经纬，融哲理、数理、技理于—体；泛系是联网之络、开发之器，参证之轴，律化之机，观控之法，联想之翼，一篑之助，点睛之笔；泛系是—种兼顾宏微、局整、远近、纵横的多面性、多视角、多层次、多向度的综合运筹的思维方式、操作方式。泛系理论的具体研究上涉哲学、基础科学，下达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和实践活动，横贯几十种学科专题，努力显现和建构百科千题中的泛系联网和中介，发展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哲学与信息系统科学体系，以及—系列百科理法的数理技理研究，得出了几百个有哲理技理背景的具体理法和几百个数学结果，对上百个哲学与科学范畴给出了现代泛系化层次上的编码化形式表达。
在泛系理论将众多古今中外的学科、理论、观点和问题，广泛联系、相互代示、形式编码的—系列运作方式中，在泛系理论所探视的—系列理论、观点、理法和技法中，都无不深刻体现着信息思维的具体特色。

我国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初发现的生物全息律
可以与海克尔的生物重演律相比美。1973年。我国中医学者在人手第二掌骨侧发现了一个新的穴位系统，后来又进一步发现，人体的任一节肢或任一相对独立的部分都是一个穴位系统。从任一节肢或任一相对独立的部分的穴位与人体各部位在生理学和病理学上相关对应的关系来看，这些穴位系统的穴位排布状态恰象是人的整体在这一部分的一个成比例的缩小。研究人员把这样的节肢或相对独立部分，称为全息胚。并给出如下定义：全息胚是生物体上相对独立的部分，它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其周围部分有相对明显的边界，其内部又有着结构和功能上的相对完整性。全息胚与整体或全息胚与全息胚之间有如下的关系：①全息胚的各个部位在整体或其它全息胚上都有各自的对应部位；②全息胚的一个部位，相对于该全息胚上的其它部位，与整体或其它全息胚上所对应部位的生理学特性更为相似；③各部位在一个全息胚上的分布规律与各对应部位在整体或其它全息胚上的分布规律相同。研究人员把这三条称为生物全息律。从生物全息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事物整体和部分的相互规定性，以及部分是整体的全息元的特性。

受相关的全息理论在生物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影响，有些人便把它直接泛化到整个宇宙的范围，并把一些本来适域十分狭隘的原理、定律，通过随便找来的几个个例的说明，便论证为普适于宇宙范围的基本规律，而通过如此方式制作出来的宇宙规律竟多达数十条。这就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曾经引起过一场轰动效应的由两位中国人提出的“宇宙全息统一论”
。虽然，在这类无限泛化的全息理论中也阐发了一些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意见，但是其中更多的观点则是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的，它们更多具有的是猜测性和主观臆断性。

1994年，在总结和吸取已有全息理论的合理内容的基础上，我提出了一种演化全息的理论
，并将其具体表述为如下五种典型的全息现象：

（一）、演化历史关系全息。此类全息现象是指，处于演化高级阶段上的系统以其特定的内在结构形式积累着演化低级阶段上的系统及其环境的信息，而这个处于演化高级阶段上的系统的新的信息活动方式，又恰恰是在它所积累的种种信息的综合建构中产生出来的。此类全息现象在无机界中具有较大的不全性，而在生物界中则具有较小的不全性。生物重演律则是此类全息现象的一个极端例证。

    （二）演化未来关系全息。事物的演化对于演化赖以出发的初始条件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一般说来，相同的初始状态在相同的条件和环境中会产生相同的演化过程和演化结果。这种由初始条件的相同所决定的演化过程、结果的相同的现象就是演化未来关系全息。

（三）演化系列关系全息。此类全息现象是在事物演化的历史、现状、未来中呈现出的全息统一性关系。演化系列关系全息可以看成是演化历史关系全息和演化未来关系全息的某种具体的统一。所以，演化系列关系全息乃是两类最基本的演化全息现象之一。

（四）演化内在关系全息。此类全息现象是指，系统的部分中映射着系统整体的信息。此类全息现象在无机界中具有较大的不全性，而在生物界中则具有较小的不全性。生物全息律则是此类全息现象的一个极端例证。演化内在关系全息乃是另一类最基本的演化全息现象。

（五）演化结构全息。此类全息现象是指，现存的不同等级的事物之间、事物的整体和部分之间、事物的部分和部分之间的一般结构模式相同或相似。这是演化内在关系全息在事物组成结构模式方面的表现。分形理论所揭示的跨越不同层次的自相似结构是此类全息现象的较好例证。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信息科学本身的建立和发展是融汇于当代科学的综合性发展的广泛交缘的背景之中的，尤其是融汇于现代系统科学（包括非线性、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之中的。现代系统科学本身是一个容纳性极为广泛的学科群，诸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包括中国学者吴学谋创立的泛系理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孤子理论、混沌学、分形理论等等，都是这一学科群中之成员。信息科学就是在现代系统科学的相关学科，尤其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基础上，以及在众多信息自动化技术的理论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作为在现代系统科学的相关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科学的信息科学，自然与其它一些系统科学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相关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贯通之统一，更丰富和深化了信息科学本身；另一方面，信息科学所提供的信息思维方式又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了其它学科的发展。发展到今天的信息科学已经能够从自身学科的角度对现代系统科学的诸多学科方面进行全息性辐射，从而在极大的程度和范围上将现代系统科学的诸多学科统一包容于自身之中。诸如一般信息系统论、一般信息控制论、一般信息自组织理论(辐射着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孤子理论、混沌论、分形理论等众多现代系统科学之学科和领域)，都已是现代信息科学中的一般性理论学科。由于这种全息辐射性的对现代系统科学诸多学科的包容，在与信息科学的交缘面上产生出的新兴学科的范围也就更为广泛了许多。

我们如上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就曾指出过系统思维方式和信息思维方式的一致性。因为他强调说，系统考察方式所注重的是对象结构的“构成”和要素间的关系。他认为所谓系统方式的考察就是在考察对象时，“不仅要知道各个部分，还必须知道关系。”而“‘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个有点神秘的说法的意思简单说就是，构成特征不能由孤立的各部分的特征来说明。因此复合体的特征与元素特征相比是‘新的’或‘突然发生的’。”
维纳成功创立控制论的关键在于他找到了实施控制的具体机制——信息反馈控制原理。正因为这样，他才去具体探讨信息的定量描述以及信息的科学和哲学含义等一系列问题。至于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孤子理论、混沌与分形理论等等，所探讨和揭示的都是非线性、复杂性自组织系统的结构模式的形成，以及这些结构更替演化的一般模式和途径。在这里，实质性贯穿着的仍然是关于事物的结构和关系，以及演化程序、过程的信息思维方式。从更为一般概括的层面上来讲，现代系统科学的中心思想是：在一个多元协同的系统中，通过内、外质量流、能量流、时空流、信息流的调控来影响系统的整体结构模式、功能特性及演化程序、过程和结果。

20世纪40年代发展起来的分子生物学（以DNA的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为标志），则是信息思维方式在当代科学中所取得的又一辉煌成就。

1941年，美国生物学家比德尔（G．Beadle，1903～）同塔特姆（E．L．Tatum，1909～），用实验证明酶的生成是受基因调节控制的，提出了“一个基因一个酶”的学说，指明了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同基因之间的直接关系。1944年，美国细菌学家艾弗里（O．T．Avery， 1877～1955）等人证明在肺炎双球菌中把无外膜无传染性菌株转变为有外膜有传染性菌株的转化因子是DNA，第一次用实验证明DNA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同年，薛定锷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出版，书中试图用量子力学的理论对遗传变异作出某些解释，阐述了活细胞的物理观，给生物学引进了如“遗传密码”等新概念。1953年，美国生物学家沃森（J．Watson， 1928～）、英国科学家克里克(F．Crick，1916～)、维尔金斯(M．Wilkins，1916～)和弗兰克林(R．Franklin，1920～1958)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式。经过之后许多科学家的讨论和实验研究，阐明了DNA长链上四种碱基的序列同蛋白质的二十种氨基酸序列之间的对应关系。至此人类便在基因（DNA）和蛋白质大分子结构的水平上探明了生命的本质，以DNA结构的信息编码、生物大分子间的信息传递和分子变化的理论阐明了生物的遗传规律，并由此揭示出生物界，从微生物、植物、动物，直到人类，在遗传密码及生命信息传递和表达方式上所呈现出的惊人统一性。 

其实，在相对论时空观中，在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关系和波粒二象的互补原理中都已经深刻贯穿了信息思维的思维方式。

经典物理学相信，我们所认识的对象“本身”具有自己的全部性质，这些性质不依赖于任何观测工具或观测者的性质而具有确定性，同时，经典物理学还相信，人的认识是对象在意识中与任何认识条件无关的模写，并且这些认识具有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能成立的绝对性。然而，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看来，我们所认识的对象本身的性质是一回事，而我们所现实认识到的，对象在我们的意识中所具体呈现出来的性质又是一回事。后者具体而现实地依赖于认识的工具和条件、观测的类型和方式。在不同的观测工具和条件的中介下，相对于不同的观察者或参照系统，对象将可能呈现出十分不同的样态或性质。这样，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对象的性质被相对化、关系化、构建化、重组化、投影化、信息化了。这就是说，对象的性质是在不同的认识参照系的中介下作为某种信息复合、重组、构建式的投影而显示出来的，这种显示出来的信息的具体性质和样态既依赖于对象本身的性质，又依赖于作为显示中介的参照系（工具或观测者）的性质。正是基于此，我们甚至可以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乃是一种构建对象信息的测量物理学的理论。我们所可能把握的对象的性质总是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我们所用以测量对象信息的测量工具、测量参照背景及测量者的性质和状态。

不仅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是一种构建对象信息的测量物理学的理论，而且，就连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分形几何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关于构建对象空间信息的测量几何学。因为按照分形几何学的理论，对象空间的尺度和维数依赖于对对象空间进行测量的尺子的长度，而对象空间的维数则依赖于用以覆盖所测对象的小球的大小以及所测对象的空间点位落入小球范围之内的概率分布状况。如，如果问分形学家，“一个国家的海岸线有多长？”那么，这个分形学家将可能回答说，在一定意义上，这个国家的海岸线具有无限的长度，或说是要多长有多长。因为测量海岸线的长度依赖于用以测量的直尺的长度。若以公里为尺度，小于公里的曲折便被忽略；若以米为尺度，小于米的曲折便被忽略；若以厘米为尺度，小于厘米的曲折便被忽略；若以原子为尺度，小于原子的曲折便被忽略；……这样，所选用测量的尺子越长，所测得的海岸线长度的结果便越短；量尺越短，测得的长度越长。

难怪面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又重新想起了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前481～约前411）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美国的科学实在论代表人物W．塞拉斯甚至说：“就描述和解释世界这个方面而言，科学是万物的尺度，是判定什么东西存在或非存在的尺度。”
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科学是万物的尺度”等说法，无非是要强调对象是在人的中介下、科学的中介下为我们所认识的。而通过了中介就被这个中介的结构所同化、所改造，亦即是对象信息和中介物的信息之间的匹配、复合和结构重组的再造，亦即是一种新的信息模式的创造。

现代宇宙学中较为流行的关于宇宙起源和演化的理论是两种互相补充，并不矛盾的假说：暴胀宇宙论和大爆炸宇宙论。这一理论同样是借助于信息思维方式而建构起来的。现代宇宙起源和演化理论的产生和确定是和几种宇宙原始信息密码的破译直接相关的。这几种宇宙原始信息密码是：“宇宙红移”现象、“30K微波辐射”，以及“氦丰度”等。人类只能立足于现存的宇宙去推测过去的和未来的宇宙，而作为种种推测的依据又只能是破译种种宇宙信息的密码，这些密码就以特定的时空结构方式储存在现存的宇宙之中。这些密码正是时空转换的内在统一性所造成的宇宙历史信息的“遗迹”。这样，现存的宇宙时空结构变成了储有宇宙历史状态和演化轨迹的信息编码载体。

以熵、负熵、信息和全息的理论，一般信息系统论，一般信息控制论，一般信息自组织理论所形成的信息科学，以及广泛渗透着信息思维方式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和现代宇宙学，代表着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所爆发的一场科学革命的浪潮。这一浪潮和与之相适应的信息思维方式的崛起又引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爆发的一场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与这场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相伴发生的则是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以及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的人类社会文明转型的伟大实践。20世纪爆发的信息科学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以及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的伟大理论和实践的浪潮，一方面极大的开拓了人类的视野，改变了人类的总体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也全方位的改变着人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生活的体制和方式。正是在这一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变革的统一时代之潮中，信息概念、信息问题、信息思维方式被突现到了时代的前沿，使人类社会从传统的以物质、能量为中心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代过渡到了以信息为中心的“信息文明时代”。

信息技术是一个十分宽泛的领域，它包括人类所有的与信息处理、信息创制和信息传播相关的技术领域。而所谓信息革命，便是人类处理、创制和传播信息的方式的根本性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爆发的信息技术革命涉及众多领域，如：微电子技术，主要包括微电子电路技术、微型计算机技术、智能机械装制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生物工程，主要包括遗传工程（基因识读、重组、克隆）、细胞融合工程、微生物工程、酶工程技术等；空间技术，主要包括空间运输技术、空间控制和制导技术、遥感技术、空间通讯技术等；新能源技术，主要指不污染环境的可再生性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能等等的利用和开发；新材料技术，主要指以其所具有的电、光、声、磁、热等效应为使用特征的复合性或功能性材料，如，超导材料，超轻、超稳定、高绝热性能的特殊复合材料，超纯、超精、超净的“三超”材料，优质信息传输介质材料（光导纤维等），构建各类人工器官、人工皮肤、人造血液的特殊材料；网络通讯技术，如，与微电子处理器和多媒体技术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信息高速公路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远程网络教育和医疗，电子邮件、电子货币和电子商务技术等；海洋工程技术，这是一种利用各种先进的信息科学技术手段，进行海洋调查、监测和海洋开发利用的工程技术；虚拟现实技术，这是利用人工智能所创设的特定情景，创造一个与真实世界相逼近的人造信息环境的技术；纳米技术，这是一种在微观层面上破译一般物的结构信息编码，从而能够在分子，原子水平上自由重组或排布一般物体的结构，并制造出所需的相关材料和微型机器的技术。

    按照学术界通常的说法，信息科学是以信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各种学科的总称，是一门研究信息的运动规律和运用信息原理对对象进行描述、模拟、处理、控制和利用的横断性、交叉性、综合性学科，它与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一起，被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前沿学科。

然而，由于信息和信息系统与物质和物质系统相比，具有同样广泛意义和范围的最为一般和普遍性的品格，所以，以信息及其运动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将会与以物质及其运动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一样多得不可胜数，并且，这些学科之间还会分有层次和门类。另外，以信息及其运动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与以物质及其运动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又总是相互交缘而不可截然分立的，因为物质体和信息体(直接存在和间接存在、载体物和信息、物的存在方式和物的信息结构)总是内在而具体地统一的。这样，信息科学便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门学科，并且，仅仅用横断性、交叉性、综合性等一类说法也不能对之进行恰切而全面的阐释。另外，信息科学也不能简单与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相并列，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现代科学的体系中，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信息科学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都远比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要重要和巨大的多；而另一方面则因为，无论是生命科学，还是材料科学，都必须依据信息科学所提供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建构自己；还有一个最为本质的第三个方面的原因，这就是，生命科学在实质上研究和处理的是生物遗传信息发生、发展、运动、变化、改变、复制、重组的一般规律和方法，而材料科学在实质上研究和处理的则是一般材料物的信息结构的模式、功能、加工、配制和建构的一般机理和方法。这样，从信息研究和信息处理的特定角度来看，无论是生命科学，还是材料科学都将在极大的程度上被包容于广义化的信息科学之中。

    通讯信息论诞生后，随着应用领域的拓展，很快便被广义化。不仅相继形成了“技术信息理论”、“语义信息理论”和“信息效用理论”等三大具体信息论分支，而且，信息过程、信息方法也已在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几乎无所不包的领域中被广泛揭示和应用。从来还没有哪一个具体学科的概念，象信息概念这样具有如此广泛的适应性、渗透性和跨越性。

    在通讯信息论被广义化的同时，信息论与现代科学中的诸多学科，与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各种各样的传统的技术性和理论性学科广泛交缘，从而大大突破了经典通讯理论的范围，终于形成了一个包含有诸多新兴学科的综合着的学科群体系——信息科学。诸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材料科学、心理学、生理学、语言学、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科学、天文探测、地质考古、生产、生活等等，这样一些几乎是无所不包的领域，到处都可以看到信息概念和信息原理的足迹，而建立在对信息本质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上的种种信息哲学体系也已相继形成和日趋完善化。

在学科群中之学科进一步系统化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某种新的更高层级的统一性综合，这将是信息科学下一步发展的总体趋势。

发展到今天的信息科学是一个拥有众多学科的大家族。信息概念、信息原理的普遍化，导致了信息理论与几乎所有的传统学科间的普遍交叉、渗透和映射。通过这种普遍相互作用的发展，可以说，信息科学在任何一个传统学科领域中都能辐射开辟出自己的一块领地，并且，信息科学自身的发展又能派生出一些与传统学科研究的领域迥然不同的新兴学科来。

    信息科学家族中的众多学科并不都是地位平列的，在这些学科之间仍然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别，如：理论抽象度的高低、概括或适用范围的宽狭、可操作性或应用性程度的大小等等。根据这诸多方面的差别，我们有理由将现代信息科学的宏观等级结构由高到低分为如下层级：

    （一）信息哲学。这是信息科学的哲学理论的层次，是对信息问题的哲学方面的考察，是对信息概念和信息原理的哲学层次的概括。

    （二）一般信息理论。这是信息科学的基础科学原理的层次。

    （三）领域信息学。这是一般信息理论的基本原理在几个大的世界领域中的具体化的层次。领域信息学最起码也应当包括三大并列学科：自然信息学、社会信息学、智能信息学。 

（四）门类信息学。这是领域信息学再行分化出来的大的门类性信息科学学科。

（五）分支信息学。这是门类信息学再行分化出来的一些适域较狭的信息科学学科。

    （六）工程技术信息学。这是应用信息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对对象世界进行直接作用的具体工程技术，亦即为实施信息的获取、识辨、编译码、传输、变换、加工、创造、存取、控制和作用，而与制作和使用相应的工具设备有关的技能和方法的学科。

    信息科学绝非只是适用于世界之一隅的狭隘学科。信息科学本身的发展就是要从信息思维方式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对人类所面对的世界整体及其各部领域予以全息性透视，通过这个透视，信息科学将从自身性质和规范的尺度上对世界整体及其各部领域做出相应的解释和改造。

对于信息科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它与其它传统学科间之关系，人们往往只用交叉学科、横断学科，以及新兴学科、综合学科等提法来予以说明。虽然，这些说法并不算是不贴切，但是，仅仅停留于这些说法则还远远不能揭示出信息科学本身所具的对传统科学全面辐射性的全面改造的意义和价值。信息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科学范式的转型，这一转型导致了一种崭新的现代意义的，以信息思维为主导认识方式的现代科学体系。如前所述，这一体系是由一般信息理论通过对传统科学的体系的全方位的理论折光而再造创生出来的。如此看来，信息科学乃是一种现代化科学体系的模式，而并不仅仅是某一单一的领域性或分支性学科。

信息思维方式、信息科学的最一般的、最普遍的理论和方法乃是一种新的科学范式，这一新的科学范式具有极强的渗透力、贯穿力和改造力。当把相关的一些信息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扩展开来应用到已有的传统学科时，当用全新的信息思维方式对传统的学科理论和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的时候，便会立即赋予这些传统学科以某种崭新意义的全方位改造或全新意义的阐释。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信息时代的科学，正在面临着一个全面信息化的发展过程，这一科学发展的全面信息化过程可以更为贴切的称之为“科学的信息科学化”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信息革命、信息经济、信息社会、社会的信息化、信息的社会化，以及科学的信息科学化的人类信息文明持续发展的伟大历史背景下，信息思维方式必将会更为鲜明地得以突现，从而成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及21世纪里占据主导地位的全新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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